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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

张宇燕　冯维江

摘　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艰巨任

务，亟须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理论提供分析框架和学术洞

见。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和安全威胁关系的基本框架出发，可以得出七个理

论命题，即绝对安全无法实现；为趋近绝对安全而不断增加安全投入，最终将陷入

安全困境；封闭条件下，国家实现相对安全的努力应当止于均衡安全；开放条件下，

霸权国可能生产出超过均衡安全的安全能力，并倾向于选择这样一些国家作为 “保

护”或掠夺对象：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高、安全能力产出效率相对较低；遵循不

同技术路线分类处理有意安全威胁和无意安全威胁，比将两类威胁混合在一起处理，

能达到更高的安全水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实现 “大禹改进”，让来自其

他行为体的有意安全威胁能力转变为防控共同的无意安全威胁的能力；合理配置安全

能力冗余和加强国家系统安全投入，是应对不确定安全威胁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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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

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提供了主体
内容、严整逻辑和基本构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
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指引我国国家安全实践的重要
思想。本文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综合已有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成果，

利用经济学、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源，试构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
架，以探索提出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分析纲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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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科要素主要包括基本假定、核心概念、研究对象及范围、理论原理、特定问题、检
验方法、本体论认识论定位及价值取向等。本文主要结合国家安全学学科特征，对其中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应该突出以下特点。第一，顺应并推动侧重研究外部威胁的
“国际安全”向内外并重的 “国家安全”回落的趋势。当代西方主流国家安全理论是
在 “冷战和外部侵略的威胁甚于萧条与社会变革的影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国
际安全”获得了比 “国家安全”更大的影响力。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强调 “既重视外
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提出了在开放条件下统筹分析外部
安全与内部安全的要求。第二，倡导向 “总体性”回归的理论视角。当代前沿的国
家安全研究强调深入到议题或领域之中，寻找特定现象与因素之间的因果机制或相
关关系，很少再提出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这样的 “大理论”，也较少致力
于将相互排斥的 “大理论”整合到更加完整的 “大一统”框架之中。基于此，新时
代国家安全学在关注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同时，更应强调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
“总体性”，在汲取已有国家安全理论养分基础上，致力于回到安全的基本假定和概
念来构建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提倡基于较为完整的框架来研究纷繁复杂的议题和
现象。

一、基本假定

本文遵循以下基本假定：
假定一，国家和其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博弈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

行为体。博弈者种类繁多，包括国家、国际机构、社会组织、公司乃至个人等。在
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博弈者的个体理性未必能加总为集体理性。② 行为体企图
通过竞争或合作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等客观
条件的约束，加之各博弈者力量及运用力量的能力强弱不一，讨价还价过程存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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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亟须澄清的部分加以梳理。参见张宇燕、李增刚： 《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１页。我国学者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就从学科建设角度开始了
对国家安全学的探索。一些学者从研究对象及重要领域出发，开展了对国家安全较为
全面的论述，初步形成了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体系。参见李少军：《国家安全理论初探》，
《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５年第１２期；刘跃进：《建立 “国家安全学”初探》，《国家安全
通讯》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
问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本文则主要从分析方法的角度，讨论国
家安全学可以运用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应当指出，这些工具主要是帮助锚定、理解和
分析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以及其发展背后的约束条件与演变逻辑，并非可直接用
于安全治理的政策工具。

①　参见巴里·布赞、琳娜·汉森： 《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页。
参见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８页。



力不对称，行为体并非总能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①

假定二，安全是一种利益，是让其他具体利益得到保障从而免于损失威胁的元
利益，安全利益是国家的第一需要。安全与利益密不可分。安全的基本前提是利益
的存在。② 其他条件相同时，利益越多，潜在的安全威胁也越大。从国家层面来看，

国家利益是国家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的出发点，也是国家判断安全状态的主要标准。

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总和。③ 国家安全的
根本着眼点就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④ “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⑤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⑥ 对国家等群体来说，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就成为最底层最基础的需求。

假定三，安全不是无成本或零代价的，支付成本来投资并生产安全能力时，一
般遵循边际产出不变或下降的规律。一个没有非法暴力和寻租行为的社会未必是一
个安全的社会，因为可能有大量的资源消耗在抑制暴力或其他寻租行为的行动或措
施之上，而这与任由暴力或寻租行为消耗等量资源没有本质的不同。⑦ 在判断安全
程度时，应当将这部分抑制暴力或寻租行为的资源，作为安全的成本或代价一并计
入安全的抵减项中。考虑安全成本后，进一步的假定是，其他条件不变时，在某一
项产出安全能力的投资上的投入成本边际不变或递增，根据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的
对偶性，这意味着投入的边际产出不变或下降。

假定四，世界范围内不存在可以裁断不同国家之间全部分歧或冲突的单一权威，

换言之，不存在世界政府。国家间关系的 “无政府状态”几乎是所有学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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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或物质利益但不限于此，荣誉、价值观等非物质利益同样重要。
抽象地讲，利益是被理性所驯化的欲望。例如，对金钱的欲望可被驯化为经济利益，
对名声的欲望可被驯化为荣誉利益。被驯化后的利益又可进一步用来驯化或制约其他
“野蛮”的欲望。参见阿尔伯特·赫希曼： 《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
论》，冯克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３９页。
参见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６—４７页。
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 “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等利益。参见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第２１３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００页。

Ａ．Ｈ．Ｍａｓｌｏｗ，“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０，ｎｏ．
４，１９４３，ｐｐ．３７０－３９６．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Ｍ．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１３７，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１２７－１３９．另可参见冯维江：《侠以武犯禁———
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经济学 （季刊）》２００９年第８卷第２期。



并且是世界政治最独特、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特征之一。① 在国家与其他治理主体之
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像中央政府一样维持国际秩序。即使各行为体做出治理
决策，也很难保证该决策得到贯彻执行并让违约行为受到惩罚。各种国际机构至多
是在某些问题领域提供不同程度的协调。尽管在特定领域，权威或权力存在由高到
低或由大到小的等级制特征，但是，不同领域中权威或权力等级排序并不一致，具
备普遍或全领域意义的 “最终裁判人”仍告阙如。

假定五，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广泛存在。信息不完备意味着行为体对自身 （历
史和现状）、决策环境或博弈论常用的 “自然”的可能行动以及潜在的博弈对手的信
息并不完全了解。现实中以上三个方面的信息不完备都存在。博弈分析中讨论最多
的是博弈对手隐藏信息 （逆向选择）或隐藏行动 （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其中，隐藏信息是行为体掌握的关于自身能力和意愿等私人信息，不被其他博弈对
手所知晓。隐藏行动是行为体采取的行动不为其他博弈对手所知晓。② 国家在追求
安全的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完备，特别是与其他国家或行为体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
称尤其严重，这也是国家安全威胁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是支撑理论大厦的关键构件。新时代国家安全学首先需要界定的是安
全及相关概念。已有研究对安全的界定各不相同。一些研究倾向于从传统安全的角
度来定义安全。例如，认为安全是 “免于战争的相对自由……对于在任何战争中都
能立于不败之地抱有较高的预期”，③ 或者 “抵御国外侵略的能力”。④ 另一些研究
则强调从以国家为中心、聚焦军事的传统安全范式中漂离 （ｓｈｉｆｔ　ａｗａｙ）出来，把安
全涵盖的领域扩展到气候变化、资源匮乏、传染病、自然灾害、非法移民、食物短
缺、贩卖人口、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乃至价值观冲突等更加广泛的非传统范围之
中。⑤ 例如，认为安全是 “免于恐惧”和 “免于匮乏”，或者 “从客观上说，安全指
的是不存在对已获得的价值观的威胁；从主观上说，指的是不必担心这种价值观受

·３４１·

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戴维·莱克： 《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２页。
参见帕特里克·博尔顿、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合同理论》，费方域等译，上海：格
致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页。

Ｉａ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９，

ｎｏ．１，１９８１，ｐｐ．１００－１０５．
Ｇｉａｃｏｍｏ　Ｌｕｃｉａｎｉ，“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
８，ｎｏ．２，１９８８，ｐｐ．１５１－１７３．
参见梅里·卡巴莱诺－安东尼编著：《非传统安全研究导论》，余潇枫等译，杭州：浙江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５—６页。



到攻击”等。① 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把安全和威胁相联系。本文从这一共性出
发定义安全，进而由此扩展并逐一界定其他核心概念。

（一）安全：状态、能力和投入

根据假定二，安全是一种先于其他具体利益的元利益。这种元利益，主要体现

在使各种具体利益得到保障从而能够免于遭受相应损失的威胁。具备这种利益的状
态即为安全状态，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即为安全能力。换言之，安全就是行为体的
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②

更正式的定义如下：

　　Ｓ＝
Ａ
Ｔ

（１）

式 （１）中，Ａ表示行为体的安全能力 （Ａ≥０），用可以有效处理的威胁 （利益
损失）规模来表示；Ｔ表示行为体面临的威胁的规模 （Ｔ＞０）；Ｓ即安全的状态，

Ｓ≥０。当Ｓ＝０时，行为体处于极端不安全状态；如果Ｓ≥１，则行为体的利益处于
完全有保障的安全状态；０＜Ｓ＜１时，安全水平随着Ｓ值的上升而提升。与安全能
力相关的是安全投入Ｉ（Ｉ≥０）。安全投入Ｉ未必直接或线性地体现为安全能力 Ａ，

其与Ａ的关系如下：

　　Ａ＝ｆ（Ｉ） （２）

式 （２）具有以下属性。首先，式 （２）为有界函数，这意味着安全投入能够产
生的安全能力存在上限。其次，根据假定三，安全投入形成的安全能力边际不变或

递减，这意味着Ａ对Ｉ的二阶导数不为正，即
ｄ２　Ａ
ｄＩ２ ≤０

。最后，式 （２）Ａ与Ｉ的关

系存在三种情况。一是ｄＡ
ｄＩ＞０

，此时安全投入越大，行为体可以有效处理的威胁规

模或安全能力越大；二是ｄＡ
ｄＩ＝０

，此时安全能力与安全投入无关，增加或减少安全

投入，安全能力不变；三是ｄＡ
ｄＩ＜０

，此时安全能力与安全投入负相关，投入出现了

“拥挤”或规模不经济现象，随着安全投入上升安全能力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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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Ｄｉｓ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１５０．
本文关于安全的定义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定义国家安全之安全的含义保
持一致。该法第二条指出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
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
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页）



为进一步厘清安全能力Ａ和安全投入Ｉ的关系，可以引入安全能力投入弹性

ε，有：

　　ε＝
Ｉ
Ａ
ｄＡ
ｄＩ

（３）

由 （３）可知，ε反映了安全投入的百分比变动带来的安全能力的百分比变动。

当ε＞１时，安全投入增加１％所带来的安全能力的增加幅度大于１％，之所以存
在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这类安全投入不仅直接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的安全威胁可
提升处理能力，而且还具有 “外溢性”，其提升的安全能力可以对更加广泛的威胁
予以全系统的有效处理。在此，将符合ε＞１条件的安全投入Ｉ定义为系统安全投
入ＢＩ。

（二）积极安全、消极安全和安全困境

由 （１）和 （２）易知，安全状态Ｓ和安全投入Ｉ也存在三种情况：

当
ｄＡ
ｄＩ＞０
时有：　　　　　

ｄＳ
ｄＩ＝

１
Ｔ
ｄＡ
ｄＩ＞０

（４）

式 （４）定义了积极安全，即通过主动作为的安全投入改善安全状态而实现的安
全。积极安全是一种较为普通的情形，安全投入对国内外的暴力或寻租行为形成了
有效震慑，但又没有严重拖累经济社会发展。随着安全投入的增加，安全水平有所
提升，安全状态得以优化。

当
ｄＡ
ｄＩ＝０
时有：　　　　　

ｄＳ
ｄＩ＝

１
Ｔ
ｄＡ
ｄＩ＝０

（５）

式 （５）定义了消极安全，即不进行新的安全投入甚至降低安全投入的情况下安
全状态能够维持既定水平不变所实现的安全。在此状态下，各国无须进行安全投入，

就能够维持稳定。或者说，增加或减少安全投资，都不影响安全水平。消极安全是
中国人不断追寻的理想，史书中把这个状态叫作 “泰平”。① 和平可能是在对峙的情
况下实现的，此时社会资源被大量配置于引而未发的 “大炮”之上。 “泰平”则不
同，社会储蓄可以主要以余粮或 “黄油”的形式存在，资源被配置到改善民生、促
进生产而非加强战备的用途上———因为增加或降低安全投入都基本不会影响已有的
安全水平。这需要主要国家之间对彼此都坚持和平道路存在高度的信任，或者有可
置信的机制来保障建设性的、生产性的合作，表现为一种有韧性的安全。所谓由进
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在安全意义上就是，世界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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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食货志第四上》称， “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
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

１１２３页）



动作为的积极安全状态，向韧性强劲的消极安全状态方向不断前进。①

本文对积极安全和消极安全的界定，与以赛亚·柏林在 《两种自由概念》中区
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旨趣相近。在柏林那里，前者指可以主动作为的自由，后
者指免于干涉的自由。② 但这一区分与和平研究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中的积极和平及
消极和平的概念旨趣正好相反。消极和平主要指 “避免战争”，而积极和平则扩展到
以 “人类社会一体化”为目标的更加广泛的议题领域。③ 在和平研究中，积极和平
是更加 “高级”的目标。本文中，消极安全是比积极安全更难实现的 “高级”状态。

一般说来，主动作为的安全模式投入或代价比较高，而通过良好的治理和信任构建，

提升自身损失吸收能力和抗打击能力，增强安全韧性，这样实现的安全成本相对较
低。现实世界中，消极安全作为一种状态很难持续存在，其存续需要满足 “极高的
内外部信任水平”等非常严格的条件，所以，往往是积极安全阶段之后直接进入安
全困境，表现为图１中表示消极安全的线段收缩为一个点。

安全状态Ｓ和安全投入Ｉ关系的第三种情况是：

当
ｄＡ
ｄＩ＜０
时有：　　　　　

ｄＳ
ｄＩ＝

１
Ｔ
ｄＡ
ｄＩ＜０

（６）

式 （６）定义了安全困境，即安全投入增加但安全水平不升反降的状况。④ 现有
研究主要是在国际层面讨论安全困境，即一国追求安全或权力的投入，引发了其他
国家竞相增加安全方面的投入，最终各国的安全投入增加了，但总体安全形势却恶
化了 （如军备竞赛）。实际上，安全困境不仅在国家间存在，国内同样可能出现。国
内层面安全困境的一种逻辑是，安全投入挤占了生产性用途的投入，造成总产出下
降，从而一方面降低了安全投入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使掠夺而非生产成为更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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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唐世平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有比较清晰的讨论，指出前者认为安全只
有在 “霸权稳定”下才存在，后者认为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可以实现安全。在 “霸权稳
定”状态下，安全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可能降低安全成本。参见唐
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参见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９、２００页。
鉴于和平和安全含义有所不同，而本文已经明确定义了积极安全和消极安全，不会造
成其与积极和平和消极和平的混淆。本文宁可保持与和平研究旨趣上的差异，来维护
自身逻辑的清晰性和一致性。参见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
第１２８页。
唐世平对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有非常详细的分析，但他界定的安全困境特别强调行为体
主观上缺乏 “恶意”，从而认为只有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才存在安全困境。本研究
把安全困境这个概念由国际安全分析层次向国内安全分析层次拓展，不考虑难以测量
且容易变化的行为体的主观意图。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只要提升安全投入造成安
全水平不升反降的现象，都属于本文定义的安全困境。参见唐世平： 《防御性现实主
义：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林民旺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６４—６５页。



济理性的活动。

图１　不同安全状况的示意图

（三）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

根据假定五，式 （１）中行为体面临的安全威胁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
确定的或至少知晓预期损失发生概率及预期损失的威胁Ｔｃ （简称确定的威胁Ｔｃ），
其二是不确定的威胁Ｔｕ。不确定威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不确定的不确定
性”带来的威胁，比如触发一场危机的偶然或随机因素，或者超出人类经验范围、

感知阈限的威胁性因素，行为者对此完全缺乏信息。第二类是 “确定的不确定性”

带来的威胁，人们对威胁来源有一定的认识，但信息并不充分，要么不知其发生的
概率多高，要么不知其潜在的破坏性多大。两类威胁共同构成Ｔｕ。有Ｔ＝Ｔｃ＋Ｔｕ。

代入式 （１）得到：

　　Ｓ＝
Ａ

Ｔｃ＋Ｔｕ
（７）

前文表明，当Ｓ≥１时，行为体的利益处于完全有保障 （免于威胁）的安全状
态，此时的Ｓ定义为绝对安全。将应对确定威胁Ｔｃ 而实现的安全状态标记为Ｓｃ，

当Ａ能够完全覆盖确定的威胁Ｔｃ并且还有一定的安全冗余Ｇａ来应对不确定的威胁

Ｔｕ时，有：

　　Ｓｃ＝
Ａ
Ｔｃ＞

１ （８）

　　Ｇａ＝Ａ－Ｔｃ＞０ （９）
将满足式 （８）条件的Ｓｃ定义为相对安全。

从政策取向上看，相对安全和绝对安全的划分，是从安全的目标或规范意义上
何为理想安全状态的角度展开的。其中，相对安全的内在含义是，追求有限度的、

具备局部优势的能力和有限的安全冗余Ｇａ所保障的安全状态。换言之，相对安全
并不追求完全清除内外潜在威胁甚或以压倒性威胁他者的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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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实现自身安全。绝对安全则不然。追求绝对安全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全面且无
限扩大自身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优势，来试图消除所有的不确定的威胁，确保自
身处于不受威胁或免于危险的状态。换言之，绝对安全追求者可能以安全理由无限
放大不确定威胁Ｔｕ的规模，从而为肆意提升安全能力Ａ提供理由。

（四）无意安全和有意安全

确定的威胁Ｔｃ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

缺陷等风险源造成的威胁Ｔｃａ。另一类是带有主观胁迫或侵害意图的威胁Ｔｃｅ。① 有

Ｔｃ＝Ｔｃａ＋Ｔｃｅ，由式 （８）可得：

　　Ｓｃ＝
Ａ

Ｔｃａ＋Ｔｃｅ
（１０）

与Ｔｃａ威胁相联系的安全定义为无意安全Ｓｃａ，与Ｔｃｅ威胁相联系的安全定义为有
意安全Ｓｃｅ。当Ｔｃｅ＝０时，不存在带有主观意图的威胁而只有客观风险源造成的威
胁Ｔｃａ，此时无意安全Ｓｃａ有：

　　Ｓｃａ＝
Ａ
Ｔｃａ

（１１）

当Ｔｃａ＝０时，不存在客观风险源造成的威胁而只需要处理带有主观意图的威胁

Ｔｃｅ，此时有意安全Ｓｃｅ有：

　　Ｓｃｅ＝
Ａ
Ｔｃｅ

（１２）

主观威胁Ｔｃｅ的大小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威胁意图或意志的强烈程
度β。β取值在０到１之间。当β＝０时，潜在威胁源没有威胁意图，实施威胁的概
率为０；当β＝１时，潜在威胁源实施威胁的概率为１００％。第二个因素是潜在威胁
源的威胁能力，或威胁 （造成利益损失）规模ＴＣＥ，即Ｔｃｅ＝βＴＣＥ。由此，（１２）式
可以写成：

　　Ｓｃｅ＝
Ａ
βＴＣＥ

（１３）

英文里与安全对应的单词主要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和ｓａｆｅｔｙ。这两个含义的安全是按威胁
来源属性的不同划分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意义上的安全对应于有意安全Ｓｃｅ，ｓａｆｅｔｙ意义上
的安全对应于无意安全Ｓｃａ。如前所述，有意安全举措一般处理人为或有意的破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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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已有研究更多将威胁分为传统的和非传统的，由此引申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概
念。前者主要指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安全，涉及的安全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后
者则包括范围广泛的其他安全领域，涉及的行为体更为多元且更强调 “人的安全”。按
传统或非传统的标准划分安全威胁，有助于深入理解安全威胁的性质。本文提出的分
类标准并不排斥已有标准，并且可以在传统或非传统安全威胁中进一步区分带有或不
带有主观损害意图的威胁，从而增强应对处置相关安全威胁的可操作性。



安全事件 （这类事件所带来的威胁通常是某一或某类博弈方仅顾自身利益而对其他
博弈者带来的威胁），无意安全举措一般处理非人为或无意造成的事故或安全风险
（这类事件或风险所带来的威胁往往是所有博弈方都想避免但又难以完全避免的威
胁）。中文 “安全”一词涵盖了有意安全和无意安全两重含义，可以对应于

ｓａｆｅｃｕｒｉｔｙ。不过很多情况下，主观威胁和客观威胁同时存在且相互交织，式 （１０）

可改写成：

　　Ｓｃ＝
Ａ

Ｔｃａ＋βＴＣＥ
（１４）

考虑上面影响安全的全部因素，可以得到关于安全的综合表达式：

　　Ｓ＝
ｆ（Ｉ）

Ｔｃａ＋βＴＣＥ＋Ｔｕ
（１５）

由式 （１５）可知，其他条件不变时，在积极安全状态下增加安全投入Ｉ，降低
不确定威胁Ｔｕ，减少客观威胁Ｔｃａ，降低潜在对手的威胁意愿β或威胁能力ＴＣＥ，都
可以改善安全状态或提升安全水平。

（五）均衡安全

当威胁程度为确定的Ｔｃ时，行为体开展Ｉ的安全投入可以产生Ａ＝ｆ（Ｉ）的安

全能力，该能力可以确保规模为Ａ的利益。假定行为体拥有的资源为Ｙ，其中δ的
比例 （０≤δ≤１）作为安全投入，有Ｉ＝δＹ，产生的安全能力Ａ＝ｆ（δＹ）。剩余１－δ
的比例作为发展投入，产生的发展成果Ｄ＝ｇ ［（１－δ）Ｙ］，ｇ （·）为发展成果生
产函数。为简化分析过程，令安全或发展的投入与成果产出线性正相关，这意味着
行为体处于可以按投入程度等比例提升安全水平的积极安全状态。将发展成果产出
曲线置于安全能力产出曲线的坐标系中，则发展成果产出函数可改写为Ｄ＝ｇ （Ｙ）－

ｇ （δＹ），其中ｇ （Ｙ）是当全部资源投入发展时 （此时δ＝０，ｇ （δＹ）＝０）能够产
出的最大成果。

在安全能力产出曲线的坐标系中，当Ａ＞Ｄ时，安全能力能够保护的利益规模
大于发展成果，此时理性行为体会增加发展投入；当Ａ＜Ｄ时，安全能力能够保护
的利益规模小于发展成果，超出保护能力范围的发展成果会损失掉，此时理性行为
体会致力于提升安全能力而宁可减少发展投入；当Ａ＝Ｄ时，行为体安全能力所能
保护的利益与其所产出的发展成果相当，此时的安全水平为均衡安全。有：

　　ｆ（δＹ）＝ｇ （Ｙ）－ｇ （δＹ） （１６）

式 （１６）整理后可得：

　　ｆ（δＹ）＋ｇ （δＹ）＝ｇ （Ｙ） （１７）

由于Ｙ是常量，令Ｆ （δ）＝ｆ（δＹ）＋ｇ （δＹ），此时有：

　　Ｆ （δ）＝ｇ （Ｙ） （１８）

令ｙ＝Ｆ－１ （ｘ）为ｙ＝Ｆ （ｘ）的逆函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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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Ｆ－１ ［ｇ （Ｙ）］ （１９）

由此，均衡安全水平下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产出为：

　　Ｄ＝ｆ（ＹＦ－１ ［ｇ （Ｙ）］）＝ｇ （Ｙ）－ｇ （ＹＦ－１ ［ｇ （Ｙ）］）＝Ａ
（２０）

此时的均衡安全水平为：

　　Ｓｃ＝
ｇ （Ｙ）－ｇ （ＹＦ－１ ［ｇ （Ｙ）］）

Ｔｃ
＝
ｆ（ＹＦ－１ ［ｇ （Ｙ）］）

Ｔｃ
（２１）

三、理论命题

根据前述基本假定，运用前面界定的核心概念，本文提出并初步论证国家安全
学领域的以下理论命题。

命题一：绝对安全无法实现。

由式 （７）可知，实现绝对安全的条件是Ｓ≥１，即Ａ≥Ｔ＝Ｔｃ＋Ｔｕ。当确定的
威胁Ｔｃ存在时，这意味着对任意不确定威胁 Ｔｕ，有 Ａ＞Ｔｕ 恒成立。但是，由于

Ａ＝ｆ（Ｉ）是有界函数，Ｉ＝δＹ，而国家可以使用的资源Ｙ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安全
投入Ｉ在有限的定义域上产生的安全能力 Ａ存在上限 Ａ。当Ｔｕ 取大于 Ａ的值时，

Ａ＞Ｔｕ不能成立，即绝对安全条件不能满足。

尽管从理论上看，绝对安全是不可达至的，① 甚至当不确定威胁Ｔｕ存在时，安全
能否有明确刻画其程度的指标都是有争议的，② 但并不妨碍一些决策者将寻求绝对安
全作为政策目标。例如，有人认为，“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总统乔治·Ｗ．布什采取
的以单边主义和预防性战争的战略理路为关键要素的政策逻辑就是在追求绝对安全。③

关于作为目标的安全状态的相对性和反对绝对安全，中国方面有非常清楚的认
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明确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
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
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④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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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ａｌｄｗｉ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本文中得到了形式化的证明。参见Ｄａｖｉｄ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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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
收获稳定”。①

如果国家以应对包括不确定威胁Ｔｕ 在内的各种威胁为由，试图通过持续的安

全投入来不断提升安全水平以 “趋近”于绝对安全，这个过程往往最终会导致安全
困境。于是有以下命题。

命题二：为趋近绝对安全而不断增加安全投入，最终将陷入安全困境。

由式 （２）的性质可知，有
ｄ２　Ａ
ｄＩ２≤０

，根据式 （１），有
ｄ２Ｓ
ｄＩ２＝

１
Ｔ
ｄ２　Ａ
ｄＩ２≤０

，这意味着

随着安全投入的增加，安全水平也是边际不变或递减的。结合式 （４） （５） （６）可
知，在经过积极安全、消极安全阶段 （如前所述，现实中消极安全阶段往往收缩为
一个点而不能持续存在）之后，继续增加安全投入可能进入安全水平不升反降的安
全困境 （见图１）。就一国自身而言，这种安全水平的不升反降主要是源自安全投入
的边际产出递减。当存在潜在对手国或面临有意安全问题时，陷入安全困境的进程
可能加快。

从对外政策的行动逻辑来看，一国 （假定为 “霸权国”）的安全状态要趋近
绝对安全至少需要全方位、大幅度扩大本国与其他国家 （假定为 “潜在对手国”）

的安全力量差距，使得其他国家无法对本国的利益形成有效的威胁。要做到这一
点，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无非从三个方向进行努力。一是霸权国全面并大幅提升
本国安全能力Ａ。二是大幅削弱潜在对手国的威胁能力ＴＣＥ。三是可置信地削弱潜
在对手国对本国的威胁意志或意愿β。但第一个方向和后面两个方向可能存在矛盾。

潜在对手国看到霸权国加大安全投入Ｉ以提升安全能力Ａ的行为，由于假定四，没
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为各国的安全投入作出有约束力和可置信的安排，潜在对手国出
于安全优势被削弱或受到的威胁加大的担忧也会增加本国的安全投入来提升安全能

力，而这加剧了霸权国面临的威胁Ｔ，这一威胁增长的幅度可能大于霸权国安全能
力Ａ提升的幅度，这样就会让提升霸权国安全能力的效果被抵消，由式 （１）和式
（１５）可知，这将表现为安全水平Ｓ不升反降。上述情形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论断，“没有绝对安全，要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避免不计成本追求绝对安全，那样
不仅会背上沉重负担，甚至可能顾此失彼”，② “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
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
自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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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霸权国要在增加自身安全能力的同时，大幅削弱潜在对手国的威胁能

力ＴＣＥ是非常困难的。其一，根据假定五，与其他国家自己相比，霸权国对其他国

家的了解总是处于信息劣势。潜在对手国总是有机会隐藏自己某个方面的实力，或

者发展出自己的非对称力量或 “撒手锏”，可能产生颠覆性效果。其二，“全面大幅

削减其他国家威胁能力”和 “保持本国安全能力不变”可能存在冲突。削减潜在对

手国的威胁能力，多需要消耗霸权国软硬实力，在此过程中，可能被第三国 “渔翁

得利”。霸权国削弱其他国家力量的努力或企图，还可能反而激发起其他国家的斗争

意志和威胁意愿，让原本没有威胁意愿的国家转投敌对阵营，使力量对比发生巨变，

造成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崩溃。这类安全困境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已经有较充

分的讨论。正如基辛格所言，“一个大国对绝对安全的渴望，就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国

家的绝对不安全”。①

即便不考虑安全困境和消极安全状态，仅在安全投入能够带来安全能力同向变

化的积极安全阶段，一国的安全投入也并非越多越好，有以下命题。

命题三：封闭条件下，国家实现相对安全的努力应当止于均衡安全。

由于假定三，形成安全能力或实现并维持安全状态不是无成本或零代价的，这

意味着实现安全必定会耗费资源。这部分为实现安全而投入的资源，原本投入于其

他生产性用途所能够形成的产出中的最大值，就是安全投入的机会成本。

如式 （１６）所述，在图２中，ＯＪ（以及 ＯＪ＊）线表示一国的安全能力投入

产出函数，即 Ａ＝ｆ（Ｉ）＝ｆ（δＹ）的曲线，其斜率是单位资源投入产生的安全

能力，在积极安全阶段，其斜率为正。ＰＩ线表示该国的发展成果投入产出函数

Ｄ＝ｇ （（１－δ）Ｙ）的曲线，其斜率是单位资源投入发展成果生产所能够产生的

成果。ＯＰ代表该国全部可用资源Ｙ，ＯＢ （或ＯＡ、ＯＢ＊）表示按一定比例投入

安全能力生产的资源，ＢＰ （或 ＡＰ、Ｂ＊Ｐ）表示扣除安全投入之后其余的投向

发展成果生产的资源。

当安全—生产的资源分配点位于Ａ点时，ＯＡ的安全投入产生了保障利益规模

为ＡＣ的安全能力，相应地，ＡＰ的发展投入产生了 ＡＤ的利益。ＯＩ（全部资源投

入生产而获得的利益产出水平）减去ＡＤ的部分，就是把ＯＡ段资源投入安全而非

生产所带来的安全机会成本。当安全—生产的资源分配点位于Ａ点时，其中ＣＤ段

的发展成果收益得不到保障。此时，社会处于安全投入不足的状态，可以增加安全

投入。如果将安全投入增加到ＯＦ，发展投入则为ＰＦ，此时ＯＦ的安全投入可以保

障规模高达ＦＨ的利益，但留给发展的生产性资源ＰＦ只能产生ＦＧ的利益，此时，

社会处于安全投入过度的状态，应当削减安全投入。合理的安全投入规模是 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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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生的安全能力恰好能够保护ＰＢ的生产性投入所产生的利益ＢＥ，此时的安全即
为均衡安全。不妨设安全能力投入产出曲线斜率为ｆ′，发展成果投入产出曲线斜率
为ｇ′，根据式 （１７），有：

　　ＢＥ＝
ｆ′
ｆ′＋ｇ′ｇ

（Ｙ）＝
ｆ′ｇ′Ｙ
ｆ′＋ｇ′

（２２）

此时国内用于安全的资源投入ＯＢ为 ｇ
′Ｙ

ｆ′＋ｇ′
，用于发展的资源投入ＰＢ为

ｆ′Ｙ
ｆ′＋ｇ′

。

图２　安全与发展的投入产出关系

由图２以及式 （２２）可以得出结论：其他条件不变时，无论提升ＯＪ的斜率ｆ′，

还是提升ＰＩ的斜率ｇ′，均衡安全状态下的产出都会提升。例如，当ＯＪ斜率增加至

ＯＪ＊时，尽管ＰＩ的斜率没有变化，均衡安全下的产出由ＢＥ增加至Ｂ＊Ｅ＊。由此得
出以下推论：

提升安全能力的投入产出效率或发展成果的投入产出效率，都可以增加均衡安
全下的社会产出。

这一推论意味着，提升投入产出效率非常重要。无论是安全方面的还是发展方
面的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都可以让一国拥有充分安全保障的产出水平上升，而效
率的提升通常需要科学技术或管理制度上的进步来实现。

在开放条件下，命题三可能不再成立。此时，一国安全能力可以向外溢出，选
择 “保护”或者掠夺其他国家。其行为规律遵循以下命题。

命题四：开放条件下，霸权国可能生产出超过均衡安全的安全能力，并倾向于
选择这样一些国家作为 “保护”或掠夺对象：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高、安全能
力产出效率相对较低。

在同一个坐标系下，不妨令霸权国的安全能力投入产出函数和发展成果投入产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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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函数分别为：

　　ｙ＝ｆ０′ｘ （２３）

　　ｙ＝ａ０－ｇ０′ｘ （２４）

其中ｆ０′和ｇ０′分别是安全产出曲线和发展产出曲线的斜率，ａ０ 是全部资源用于
生产发展成果时的最大产值。

类似地，潜在对手国的安全能力投入产出函数和发展成果投入产出函数分别为：

　　ｙ＝ｆ１′ｘ （２５）

　　ｙ＝ａ１－ｇ１′ｘ （２６）

两国的安全及发展产出可用图３来表示：

图３　霸权国和潜在对手国的安全能力及发展成果产出示意图

由式 （２３）至 （２６）及图３可知，Ｏ０Ｈ０为霸权国的安全产出曲线，斜率为ｆ０′，

ａ０Ｐ为霸权国的发展产出曲线，斜率为ｇ０′。相应地，ＰＥ１ 为潜在对手国的安全产出
曲线，斜率为ｆ１′，ａ１Ｏ１为霸权国的发展产出曲线，斜率为ｇ１′。

前面已经证明，封闭条件下，霸权国在均衡安全点的产出为Ｂ０Ｅ０。开放条件
下，霸权国可以用Ｏ０Ａ０ 的资源来生产安全能力Ａ０Ｈ０，此时只有Ａ０Ｐ的资源用于
生产Ａ０Ｇ０的具备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本国生产的发展成果与均衡安全点相比减
少了Ｇ０Ｆ０ （即 Ａ０Ｆ０－Ａ０Ｇ０）。同时，霸权国有 Ｇ０Ｈ０ 的过剩安全能力可以向外
溢出。

第一种溢出方式是霸权国把潜在对手国纳入自身安全保护范围之内，表现为将
潜在对手国的安全产出曲线ＰＥ１左移提升至ＭＨ１，此时潜在对手国国内均衡安全点
的发展成果产出由Ｂ１Ｆ１ （等于Ａ１Ｅ１）提升至Ｂ１Ｈ１，增加了Ｆ１Ｈ１。

可以证明，当潜在对手国的安全产出曲线斜率和发展产出曲线斜率与霸权国相
同时 （ｆ０′＝ｆ１′且ｇ０′＝ｇ１′），换言之，两国在将资源转化为安全能力和发展成果的效
率相当时，霸权国输出安全能力向潜在对手国提供安全保护造成的国内发展产出的
减少Ｇ０Ｆ０，正好与潜在对手国因接受安全保护、安全能力强化而增加的发展成果产
出Ｆ１Ｈ１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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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潜在对手国的发展产出曲线斜率大于霸权国时 （ｆ０′＝ｆ１′且ｇ０′＜ｇ１′），潜在对

手国接受安全保护而增加的国内产出Ｆ１Ｈ１ 将大于霸权国输出安全能力而蒙受的产

出损失Ｇ０Ｆ０，这意味着潜在对手国把霸权国因输出而蒙受的损失足额补偿之后，还

有富余的产出可以在两国之间进行分配。在此情况下，两国可通过协议达成相对于
霸权国不对外提供安全保护的初始状态的帕累托改进。

当潜在对手国的安全产出曲线斜率大于霸权国时 （ｆ０′＜ｆ１′且ｇ０′＝ｇ１′），潜在对

手国接受安全保护而增加的国内产出Ｆ１Ｈ１ 将小于霸权国输出安全能力而蒙受的产

出损失Ｇ０Ｆ０，这意味着霸权国缩减本国产出而输出安全保护可能得不偿失。

第二种溢出方式是霸权国攻击或掠夺潜在对手国，表现为造成潜在对手国安全

产出曲线ＰＥ１右移下降至ＱＤ１，潜在对手国原本在均衡安全点生产的有保障的发展

成果为Ａ１Ｅ１，由于安全产出曲线右移，其安全能力可以保障的发展成果缩小至

Ａ１Ｊ１ （等于Ｃ１Ｄ１），不能得到保障的部分Ｊ１Ｅ１ 部分被霸权国掠夺走。有Ｊ１Ｅ１＝

Ｆ１Ｈ１，即被掠夺的产出和因受到保护而增加的产出相当。类似地，可以证明当潜在

对手国的发展产出曲线斜率大于霸权国时 （ｆ０′＝ｆ１′且ｇ０′＜ｇ１′），霸权国可以从潜在

对手国掠夺的产出将大于霸权国因输出安全能力而蒙受的产出损失；当潜在对手国的

安全产出曲线斜率大于霸权国时 （ｆ０′＜ｆ１′且ｇ０′＝ｇ１′），霸权国能掠夺到的产出将小

于输出安全能力而蒙受的本国减产。

综上，无论是对外提供安全保护还是向外掠夺，霸权国以那些发展成果产出效

率相对较高、安全能力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为对象，都可能获得比封闭条件下
本国在均衡安全点上生产之所得更多的成果或产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俄罗斯、

伊朗等国，中国、日本、韩国等更可能成为美国掠夺施压或提供安全保护 （并收取

保护费）的对象。①

命题五：遵循不同技术路线分类处理有意安全威胁和无意安全威胁，比将两类
威胁混合在一起处理，能达到更高的安全水平。

由命题四可知，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或风险可能是由于其他大国的安全能力溢
出 （表现为提供安全保护并收取保护费或直接的掠夺）而产生的，这类带有主观胁
迫意图的威胁来源所产生的安全问题即公式 （１２）定义的有意安全问题。处理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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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ｏｓｈｕａ　Ｓｈｉｆｒｉｎｓｏｎ的研究从 “被溢出国”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安全能力溢出规律的理
解。其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因为霸权国的安全能力溢出而抵消来自其他大国
的威胁，该国会倾向于支持霸权国的安全溢出 （接受保护），否则该国可能与霸权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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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需要采取博弈论或基于斗争的技术路线，所采取的安全政策，必须考虑到对
方的反应与各方的互动。这与处理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风

险源而产生的无意安全问题是有区别的，后者由公式 （１１）所定义，处理时主要采
取工程学的技术路线。

根据式 （１１）和 （１２），当安全能力为 Ａ时，分类处理两类威胁能够达到的安

全水平为：

　　Ｓｃ＝
θＡ
Ｔｃａ
＋
（１－θ）Ａ
Ｔｃｅ

（２７）

其中，０≤θ≤１，表示全部安全能力中用于处理无意安全威胁的比例，１－θ则

是处理有意安全威胁的比例。混合处理无意安全威胁和有意安全威胁的安全水平由

公式 （１０）决定。

不难证明，当无意安全威胁和有意安全威胁同时存在 （即Ｔｃａ＞０且Ｔｃｅ＞０）的

条件下，θＡ
Ｔｃａ
＋
（１－θ）Ａ
Ｔｃｅ ＞

Ａ
Ｔｃａ＋Ｔｃｅ≡

θＡ
Ｔｃａ＋Ｔｃｅ

＋
（１－θ）Ａ
Ｔｃａ＋Ｔｃｅ

恒成立。这意味着分类处

理两类威胁所能达到的安全水平总是高于将两类威胁混合在一起处理所能达到的安

全水平。

同一个领域可能同时存在无意安全威胁和有意安全威胁。例如，生物安全在英

文中有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和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两种表达方式。① 前者对应的安全威胁是自然或意外

发生的生物安全威胁，这属于无意安全的范畴，如传染病的流行，实验室里病原体
的意外泄露等。后者对应的是人为或蓄意的生物攻击的威胁，这属于有意安全的范

畴，如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有意图地使用或扩散生物武器。②

金融安全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金融安全既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倡导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所要处理的流动性不足、债务过高等客观困难或麻烦有关

的无意安全问题，也包括特定国家通过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冲击别国稳定或运用制
裁手段限制他国金融主体运营等相关的有意安全问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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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王子灿：《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与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同一理论框架下的两个不同概念》，《武汉大学
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美国 《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指出，民族国家和恐怖主义组织已经发现了追求生物
武器的价值，并且我们对于未来这种情况能否有转机并不抱信心。生命科学的进步既
可以降低对这种武器的技术门槛，也可以扩大具有相关技能的个人数量，从而形成威
胁。参见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８／０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ｏ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ｄｆ，Ｍａｙ　１５，２０２１．
Ｈｅｎｒｙ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ａｎ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Ｌ．Ｎｅｗｍａｎ，“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Ｈｏ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ｈａｐ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４，ｎｏ．１，

２０１９，ｐｐ．４２－７９．



命题五的政策含义是，在处理安全威胁时，应尽量区分有意安全威胁和无意安
全威胁，分类施策才更容易对症而治，从而达到更高的安全水平。

命题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实现 “大禹改进”，让来自其他行为体的
有意安全威胁能力转变为防控共同的无意安全威胁的能力，此时命运共同体之中达
到的均衡安全产出水平，可能高于各国分别实现均衡安全的产出水平之和。

在公式 （１４）中，β取值在０到１之间，反映的是有意安全威胁来源的威胁意
图，当β取０时不存在威胁意图。国家间关系中，排除威胁意图相当于摆脱了 “一
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霍布斯文化，进入了 “互为竞争者”的洛克文化，但离 “互
为朋友”的康德文化还有距离。① 如果威胁别国的意图逆转为共同应对无意安全威
胁的意图，则原来构成有意安全威胁的相关资源或能力，相应转换为共同促进普遍
安全的能力，式 （１４）变为：

　　Ｓｃ＝
Ａ＋αＴＣＥ
Ｔｃａ

（２８）

其中α取值在０到１之间，表示潜在的有意安全威胁转为安全合作伙伴而形成共
同安全能力的意图。当α取０时表示没有形成共同安全能力的意图，当α取１时表示
原来的威胁全部转为安全能力。这一安全威胁意图逆转为安全合作意图的灵感来源是
大禹 “化干戈为玉帛”的事迹，故命名为 “大禹改进”（Ｇｒｅａｔ　Ｙｕ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②

逆转威胁意图或实现 “大禹改进”，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重要。２０１７年，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出共同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③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安全共
同体来看，④ 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提出了在开放条件下 （“开放包容”）统筹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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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２９９页。
据 《淮南子·原道训》记载，大禹之父鲧筑 “三仞之城”来防范风险，结果陷入了安
全投入增加而安全水平下降的安全困境 （“以其役劳，故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
之心也”）。大禹改其道而行之，在降低安全投入的同时增加物质及道德等方面的公益
产品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供给 （“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得到诸侯和
四夷的认同和支持。原先背叛并武装抵制夏朝者，开始向其纳贡赋税 （相当于共同负
担包括安全投入在内的公益产品），夏朝在涂山会盟，诸侯和四夷纷纷执玉帛前来承认
其盟主地位 （“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张双棣：《淮
南子校释》（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４、４２—４４页。
参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第５３７—５４９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谈到了安全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例如，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的讲
话中提出 “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参见习近平： 《弘扬 “上海精神”　深化团
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



安全 （“共同繁荣”）、全面实现有意安全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和无意安全
（“普遍安全”“清洁美丽”）的内在要求。某一区域或全体人类的有意安全威胁在逆
转威胁意图之后，各国不仅不再构成彼此的安全威胁，而且还能形成共同应对无意
安全威胁的能力，所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显著提升整体安全水平及有安全保障
的发展成果产出水平。①
与命题四中的霸权国单方面溢出安全能力不同，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霸

权国和由潜在对手转变而来的伙伴国达成了可以在两国内统筹配置发展和安全资源

的共识。两国的安全能力产出函数和发展成果产出函数的形式仍然由式 （２３）至
（２６）描述。如图４所示，不妨令霸权国的安全能力曲线Ｏ０Ｅ０的斜率ｆ０′大于伙伴国
安全能力曲线ＰＥ１ 的斜率ｆ１′，伙伴国发展成果曲线 Ｏ１Ｅ１ 比霸权国发展成果曲线

ＰＥ０更陡峭 （即ｇ１′＞ｇ０′）。

图４　人类命运共同体均衡安全产出示意图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两国统筹资源配置时，无论是安全还是发展用途的资
源，配置时都会先选择更陡峭的曲线 （配置效率更高）的路径，按此曲线适配全部
产能后，才会选择沿着较不陡峭的曲线来配置剩余资源。当伙伴国全部投资于发展
的产出ＰＭ 大于霸权国全部投资于安全所可以保障的产出ＰＱ时，由式 （２３）至
（２６），两国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后的均衡安全对应的有保障的发展产出ＡＨ满足以
下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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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第２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第２１３页。

①　式 （２８）等号右侧表达式的分母未包括不确定的安全威胁Ｔｕ，因为在由主权国家组成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国有望经国际协调共同应对确定的无意安全威胁，而要就应
对不确定的安全威胁开展有效协调，可能需要自身具备充分权威和更大资源配置合法
性 （及能力）的世界政府才能实现，而根据假定四，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ＡＨ＝
ｆ１′ａ１ｇ０′＋ｆ０′ａ０ｇ１′
ｇ０′（ｆ１′＋ｇ１′）

（２９）

两国未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国内均衡安全的有保障发展产出之和为：

　　Ｂ０Ｅ０＋Ｂ１Ｅ１＝
ｆ０′ａ０

ｆ０′＋ｇ０′
＋
ｆ１′ａ１

ｆ１′＋ｇ１′
（３０）

可以证明
ｆ１′ａ１ｇ０′＋ｆ０′ａ０ｇ１′
ｇ０′（ｆ１′＋ｇ１′） ＞

ｆ０′ａ０
ｆ０′＋ｇ０′

＋
ｆ１′ａ１

ｆ１′＋ｇ１′
恒成立。

其他条件不变，当ＰＭ小于ＰＱ时，ＡＨ满足以下表达式：

　　ＡＨ＝
ｆ０′（ａ０＋ａ１）
ｆ０′＋ｇ０′

（３１）

可以证明
ｆ０′（ａ０＋ａ１）
ｆ０′＋ｇ０′ ＞

ｆ０′ａ０
ｆ０′＋ｇ０′

＋
ｆ１′ａ１

ｆ１′＋ｇ１′
恒成立。这意味着 ＡＨ＞Ｂ０Ｅ０＋

Ｂ１Ｅ１恒成立。也即，上述条件下，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后的均衡安全下的有保障发

展成果产出，总是可以大于两国没达成命运共同体条件下，分别达成均衡安全时有

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产出之和。

命题七：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和加强国家系统安全投入，是应对不确定安全

威胁的重要方式。

由命题一可知，由于不确定威胁的存在，绝对安全无法实现。由式 （８）和式
（９）可知，相对安全被定义为在覆盖全部确定威胁之外，还留有一定的安全能力冗

余 （Ｇａ）来作为应对不确定威胁的准备，即Ｇａ＝Ａ－Ｔｃ。

安全能力冗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不确定威胁发生时可以至少在

一定程度上平抑或控制其安全冲击，二是当不确定威胁发生后能够帮助受冲击的行为

体尽快恢复或弥补损失。 “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

去”，① 其中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主要是尽可能多考虑和排查确定的威胁，将 “不确定

的不确定性”压缩到最小范围，而 “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则是对不确定

威胁发生后的平抑控制及事后恢复提出的要求。后者需要发挥安全能力冗余的作用。

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可以降低国家或社会的安全脆弱性。给一个国家或社会

造成安全危机的诱发因素 （“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是难以悉数捕捉或充分估量的，

但国家或社会固有的安全脆弱性却可以通过某些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的方式来改

善。例如，预留了充足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在应对或控制经济金融危机带来的波

动或震荡时更得心应手。② 再如，充裕的粮食储备和稳定的供给，对遭遇灾害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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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第８１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Ｄ．Ｒ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Ｈ．Ｒｏｍｅｒ，“Ｆｉｓ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Ｈｏｗ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ｈｙ，”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ｐｐ．２３９－３３１．



生冲击的国家维持稳定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手中有
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①

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不仅对冗余或储备的充足性有要求，对利用的有效性
也有要求。美国早在１９９８年就建立了应对医疗和公共卫生危机及生物恐怖主义的
应急医药物资国家战略储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ｅ）。但该储备在此次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中成效不彰，除储备资金不足之外，不能及时作出加强供应链的决策、

与各级政府以及私人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压力测试和应急训练准备不够、物资分
发的 “最后一公里”不通畅以及和特定私人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等，也
是重要原因。②

合理配置安全能力冗余并非无限扩大这一冗余的规模，否则就成了追求绝对安
全。把握冗余合理规模时需要考虑其成本。在出台相关规定的时候，如果缺乏对安
全成本的全面评估，不惜代价追求 “不出事”的真实后果，不过是将一种形式的不
安全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不安全而已，甚至在转换中还可能出现超额安全损耗。用
数字来表示，类似于 “为了遏止总量１００万元的破坏，消耗了价值２００万元的资
源”。出现这种情况，背后可能有利益集团的影响存在。对于全社会而言，过度的安
全投入得不偿失，但对于具备影响特定领域决策能力的利益集团而言，只要其自身
收益高于成本，就会锲而不舍地推动安全投入的增加。此时，有必要由相对中立的
第三方对安全能力冗余的成本及潜在威胁作出客观评估。

国家或社会应对不确定安全威胁还特别需要强化国家系统安全投入 （ＢＩ）。根据
式 （３）的定义，ＢＩ是安全能力投入弹性ε大于１的投入要素。这类要素的特征是，

较少比例的投入增幅，可以带来较大比例的 “全系统”安全能力增幅。由于不确定
威胁的来源、性质、领域等难以事先获知，那种能够同时在各个或多个领域聚合③

形成安全能力的系统性安全要素，通常能够带来的能力增幅相对更大，也能够处理
更加复杂的风险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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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
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４日，第１版。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Ｇｅｒｓｔｅｉｎ，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ＶＩＤ －１９：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ｅ，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ＣＡ：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
聚合与集合不同。安全聚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过程是那些异质、偶然、不稳定和
局部性的要素 （并不一定在一致意图作用下，或按照单一逻辑）汇聚成相辅相成的安
全合力的过程，而集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是安全要素的偶然、无序或临时性的汇合。参见

Ｍａｒｃ　Ｇ．Ｄｏｕｃｅｔ，“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ｖｏｌ．１０，ｎｏ．
１，２０１６，ｐｐ．１１６－１３２；余潇枫：《非传统战争抑或 “非传统占争”？———非传统安全理
念３．０解析》，《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着眼于避免及治理风险综合体，则更需要加强国家系统安全投入。应对和处置
安全威胁的领导力越高、领导机制越顺畅，面对各领域各方面确定或不确定安全威
胁时，一国就越能够更快发起回应或适应性行动，并且更能有效动员和组织国际与
国内、政府与市场各种资源综合应对。① 具体对中国来说，党的领导，集中统一、

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党委 （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等指向国家安全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安排的制定及顺利运转等相关投入，是最重要的一类系统安全
投入。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是确保这类国家系统安全投入得以有效实施
的先决条件。

结　　语

本文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和安全威胁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出发，形式化
定义了积极安全、消极安全、安全困境、系统安全投入、绝对安全、相对安全、有
意安全、无意安全、均衡安全等研究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并借助这些概念
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七个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对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安全具
有较为鲜明的政策启示。

第一，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不应以理论已经证明无法企及的 “绝对安全”作为
国家安全的政策目标。

第二，在开展安全投入时，应该基于对安全威胁及安全成本的合理评估来确定
投入水平，不能 “不计成本”求安全。在确定特定领域的合理安全投入水平时，应
注重利益无涉的第三方评估。

第三，在进行资源分配时，要统筹兼顾发展目标和安全目标。在进行安全能力
投入规划和发展成果投入规划时，应真正做到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实现 “有相对
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最大化。通过改进技术或改善管理等方式来提升产出效率非
常重要。无论是提升安全能力的投入产出效率，还是提升发展成果的投入产出效率，

都可以增加 “有相对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

第四，对那些发展成果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出现长期下行趋势的霸权国应
高度警惕。这样的国家倾向于对外 “溢出”安全能力，表现为逼迫一些发展成果产
出效率比它高的国家成为向其支付更多 “保护费”的安全盟友，并纠集盟友共同
“掠夺”另一些发展成果产出效率比它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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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阎学通特别强调政治领导力，认为政治领导力导致国家间相对实力变化并决定国际格
局和大国兴衰。参见阎学通：《大国领导力》，李佩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第２２９页；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第８２页。



第五，应区分国家安全威胁的性质，确定其是否包含主观意图，按无意安全威
胁和有意安全威胁分类施策。在实施安全治理时，一方面应避免将无意安全威胁当
成有意安全威胁处理，人为制造出 “对立面”；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将有意安全威胁当
成无意安全威胁处理，麻痹大意而发生颠覆性风险，还应注意辨别无意安全事件被
人利用，制造威胁生出有意安全威胁的复杂现象。

第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国家之间
潜在的敌意逆转为善意，从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大范围内更加一体化地高效配
置资源，在新的均衡安全点上，实现更高水平的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产出。

第七，应重视政策空间预留和应急物资储备，为应对冲击及危机后的恢复重建
留足安全冗余。一方面要保证相关政策和物资准备的充足性，及时研判形势和更新
资源。另一方面要注重相关准备实施的有效性，通过压力测试、实战演练、应急培
训等方式锻炼储备应急运用能力。

第八，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维护和塑
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国家系统
安全能力。为持续推进此类能力建设，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
本，赋予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优先地位。

〔责任编辑：张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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